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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朝 刘 宋 儒 学 探 析

———以颜延之 、宗炳思想为例

乐　胜　奎

[摘　要] 根据六朝刘宋儒学的发展状况 ,儒学衰微的原因在于自身理论的内在困境 。以

颜延之 、宗炳为代表的思想家面对当时儒学的状况及其困境 ,探索解决方法 ,提出了自己的主

张 ,由此而与儒学守旧者发生激烈的理论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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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儒学衰微:颜延之 、宗炳面临的困境

从历史的宏观视角看 ,宋代学者叶适有一段十分深刻的议论:“汉兴 ,而天下之人意其有在于《六

经》 , ……当其时 ,大合诸侯于石渠 、白虎之殿 ,九卿承制难问 ,天子称制临决 ,莫不自以为至矣 ,而道终不

可明 。故晋求之老庄 ,梁求之佛 ,其甚也使人主忘天下之富贵而听役于其言 ,忠智贤明之士因之以有得

者 ,亦莫不自足于一世。”
[ 1]
(《水心别集》)

正如叶适所言 ,两汉儒学为维护大一统帝国提供了理论依据 。但到东汉晚期时 ,以董仲舒的天人感

应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和以郑玄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无法适应社会现实的剧烈变化 ,这样一种局面使儒

学与现实相脱节 ,导致儒学没有办法发挥其本应发挥的安身立命 、经世致用即内圣外王的作用 。

另一方面 ,作为家族之德的孝义 ,对宗族乡党的友义 ,对上司的节义 ,这些德目都需要经学赋予其伦

理的基础才能成为支配现实的行为准则[ 2](第 155 页)。但是 ,现实的情况是经学自身都失去了道的根

据 ,又何谈其它呢。

从刘宋时期的现状看 ,梁朝史家沈约在《宋书》中有这样一段对当时儒学的议论:“自黄初至于晋末 ,

百余年中 ,儒教尽矣 。高祖受命 ,议创国学 ,宫车早晏 ,道未及行 。迄于元嘉 ,甫获克就 ,雅风盛烈 ,未及

曩时 ,而济济焉 ,颇有前王之遗典。天子鸾旗警跸 ,清道而临学馆 ,储后冕旒黼黻 ,北面而礼先师 ,后生所

不尝闻 ,黄发未之前睹 ,亦一代之盛也。”[ 3](第 1553 页)

但是 ,李延寿在《南史 ·儒林传序》中说:“以迄宋 、齐 ,国学时或开置 ,而劝课未博 ,建之不能十年 ,盖

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 ,公卿罕通经术 ,朝廷大儒 ,独学而弗肯养众 ,后生孤陋 ,拥经而无所讲

习 ,大道之郁也久矣乎。”[ 4](第 1730 页)可以说 ,尽管当时的现状是“儒教尽矣” ,且统治者仍然试图振兴

儒学 ,结果并不尽如人意 。

作为当时士大夫阶层颇具代表性的人物 ,颜延之 、宗炳的思想及其变化倾向颇具典型意义 ,从中可

以窥见刘宋时期儒学思想之一斑。

根据《宋书·颜延之传》的记载 ,颜延之 ,字延年 ,琅邪临沂人。因之负其才辞 ,不为人下 ,加上他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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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诞 ,不能斟酌当世 ,每犯权要 ,导致当时权臣傅亮“甚疾焉” 、徐羡之等“意甚不悦” 、刘湛“深恨焉” ,从而远

徙偏郡 ,时人议之为“所谓俗恶俊异 ,世疵文雅” 。颜延之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 , “盖自序也。”
[ 5]
(第 1893

页)残酷的现实使之萌生退隐之意:“臣延之人薄宠厚 ,宿尘国言 ,而雪效无从 ,荣牒增广 ,历尽身彫 ,日叨官

次 ,虽容载有途 ,而妨秽滋积 。早欲启请余算 ,屏蔽丑老 。但时制行及 ,归慕无赊。” [ 5]
(第 1903页)

根据《宋书 ·宗炳传》的记载 ,宗炳自始至终是一个隐士 ,所以《宋书》才将其归入《隐逸传》 。但他

“居丧过礼 ,为乡闾所称” 、“妙善琴书 ,精于言理” ;自陈是“栖丘饮谷 ,三十余年”。曾经“入庐山 ,就释慧

远考寻文义” ,最终虔信佛学。

从史料记载看 ,颜延之自比为现实中的“竹林七贤” ,宗炳则以行动证实自己对魏晋风流的钦慕之

情 ,表明两人都受到玄学思潮的影响 ,崇尚一种超凡脱俗的自然生活。另一方面 ,作为士大夫阶层的知

识分子 ,他们又接受了儒学的系统思想 ,在现实生活中必须遵循儒学思想对士大夫生活的制度性规范。

玄学推崇“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流生活 ,儒学则主张忠君孝亲的礼教生活 。前者使他们与现实格格不

入 ,后者又使他们内心深感困惑 ,因为礼教生活的理论基础———经学思想出现了困境 ,否则也就不会有

“儒教尽矣”的记载了 。

二 、援佛入儒:颜延之 、宗炳对儒学困境的认识与改造

尽管在个人生活上颜延之和宗炳都选择了一种出世的隐逸生活(无论是被迫抑或主动),但在理论

探索上则和大多数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一样表现为积极入世的担当精神 。换言之 ,深受传统儒学和玄

学影响的颜延之和宗炳正在思考如何使传统儒学摆脱理论上面临的困境 。最终他们选择了佛学 ,即援

佛入儒的思想理路。

就颜延之而言 ,对现实的失望是其思想转向的重要诱因 。按照传统儒学的理论 ,一个德才兼备的君

子在于实现安身立命 、经世致用即内圣外王的人生价值。然而 ,颜延之通过自己一生的实践证明:理想

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他将这种差异归咎于构筑此理想的儒学理论存在问题。因为按照传统

儒学的理论 ,上述理想源自人性中禀赋于天命的自觉 ,而且天命承担着保证理想能够实现的义务。换言

之 ,天命是现实社会中赏善罚恶之正义的最终保证 。在传统儒家的观念中 ,赏善罚恶之正义又是以气数

为天命的表现形式:“福应非他 ,气数所生 ,若灭福应 ,即无气数矣 。” [ 6](《重释何衡阳》)

承认气数就必然承认好生恶死之人欲的合理性:“夫生必有欲 ,欲必有求 ,欲歉则争 ,求给则恬 。争

则相害 ,恬则相安。网罟之设 ,将蠲害以取安乎? ……好生恶死 ,每下愈笃 。故宥其死者顺其情 ,夺其生

者逆其性 。至人尚矣 ,何为犯顺而居逆哉?”
[ 6]
(《重释何衡阳》)但按此逻辑 ,人生注定是一场悲剧 。因为 ,

“罪罚之来 ,将物自取之。”[ 6](《重释何衡阳》)而人欲是天生就有的 ,则罪罚之来将是必然的。这也就是佛

家所谓报应论的思路 。

颜延之强调报应论在儒家思想中同样存在:“且信顺殃庆 ,咸列姬孔之籍 。”[ 6](《重释何衡阳》)无论儒

佛 ,对此都有相应的理论:“拯溺出隍 ,众哲所共 ,但化物不同 ,非道之异 ,不尽之让 ,亦如过当。”[ 6](《重释

何衡阳》)

颜延之认为儒家思想在现实中已经出现了问题:“情仁义者寡 ,利仁义者众 ,闻之庄书 ,非直孤说 ,

……夫在情既少 ,利之者多 ,不能遗贤 ,曷云忘报? 实吾前后勤勤以为不得配拟二仪者耳。”[ 6](《重释何衡

阳》)他列举云:“世有位去则情尽 , ……又有务谢则心移 , ……或见人休事 ,则勤蕲结纳 ,及闻否论 ,则处

彰离贰 ,附会以从风 ,隐窃以成衅 ,朝吐面誉 ,暮行背毁 ,昔同稽款 ,今犹叛戾 ,斯为甚矣。 ……又蒙蔽其

善 ,毁之无度 ,心短彼能 ,私树己拙 ,自崇恒辈 ,罔顾高识 ,有人至此 ,实蠹大伦。每思防避 ,无通闾伍。”[ 7]

(第 1900页)

这种情况与儒家理论是相背离的:“若谓圆首方足 ,必同耻恻隐之实 ,容貌匪殊 ,皆可参体二仪 。蹻

跖之徒 ,亦当在三才之数邪? 若诚不得 ,则不可见横目之同 ,便与大人同列 ?悠悠之伦 ,品量难齐。既云

仁者安仁 ,智者利仁 。又云力行近仁 ,畏罪强仁。若一之正位 ,将真伪相冒 。庄周云 :̀天下之善人寡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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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人多。' 其分若此 ,何谓皆是 ?”
[ 6]
(《重释何衡阳》)所以 ,赏善罚恶的正义在现实中似乎总是水中之月:“罚

慎其滥 ,惠戒其偏。罚滥则无以为罚 ,惠偏则不如无惠 。虽尔眇末 ,犹扁庸保之上 ,事思反己 ,动类念物 ,

则其情得 ,而人心塞矣”[ 7](第 1896 页)。现实中的罚 、惠之失让颜延之“事思反己 ,动类念物” ,联想到天

命的罚 、惠之失 ,“而人心塞矣” 。

在颜延之看来 ,现实社会和儒家思想既然不相符合 ,则问题一定出在后者。因为现实中的罚 、惠之

失是人们遵循儒家思想价值的礼教生活所面临的真实遭遇 ,而儒家思想自身却告诉人们如果按照礼教

生活是可以获得以天命为保证的赏善罚恶之正义的。这就决定了颜延之对当时儒家思想的基本态度:

应该从非儒家的思想中汲取营养以达到摆脱儒学困境的目的。

而儒家思想在刘宋时期的代表人物是何承天。颜延之评论他是“足下连国云从 ,宏论风行”
[ 6]
(《重释何

衡阳》)就是明证 。何承天主张 ,周孔之道才是思想正宗 ,“佛经者 ,善九流之别家 ,杂以道墨 ,慈悲爱施 ,与中

国不异。 ……至于好事者 ,遂以为超孔越老 ,唯此为贵 ,斯未能求立言之本 ,而眩惑于末说者也。”[ 6](《答宗

居士书(释均善难》)所以颜延之说他:“足下论挟姬释 ,吾亦答兼戎周。足下以此抑彼 ,谓福及高门 ,吾伸彼抑

此 ,云庆周兆之物。”
[ 6]
(《重释何衡阳》)我们从颜延之的议论中可以发现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即儒佛并

重。实际上 ,何 、颜二人对于儒 、佛的态度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也就是说他们分别代表当时两种不同的思想

倾向;而且他们的这种态度并非只是纯粹情感上的好恶 ,而是各自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颜延之认同传统儒学的思想 ,认为:“含生之氓 ,同祖一气” ;“人者兆气二德 ,禀体五常 。二德有奇

偶 ,五常有胜杀 ,及其为人 ,宁无叶沴。亦犹生有好丑 ,死有夭寿 ,人皆知其悬天。”
[ 7]
(第 1896 页)但是这

样的思想却导致与其本意相悖的情况:“且大德曰生 ,有万之所同 ,同于所方万 ,岂得生之可异? 不异之

生 ,宜其为众。但众品之中 ,愚慧群差 ,人则役物以为养 ,物则见役以养人。虽始或因顺 ,终至裁残 ,庶端

萌超 ,情嗜不禁 ,生害繁惨 ,天理郁灭。”[ 6](《释达性论》)如果二德之奇偶 、五常之胜杀是决定人之贤愚的

原因 ,则这种原因明显是一种偶然因素 。那么现实中人性的善恶及其由此而来的祸福也就完全由偶然

性来决定了 ,这和生之好丑 、死之夭寿也就毫无区别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人的主体性价值又表现在

哪里呢? 人追求内在德性的目的难道只是为了功名利禄吗? 此点显然与传统儒家之价值观背道而驰。

这些疑问是当时的思想家们尤其是儒家学者需要思考的。

何承天对此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人生虽均被大德 。不可谓之众生 ,譬圣人虽同禀五常 ,不可谓之众

人 ,奚取于不异之生 ,必宜为众哉。”
[ 6]
(《答颜光禄》)

颜延之则提出不同的看法:“人生虽均被大德 ,不可谓之众生 ,譬圣人虽同禀五常 ,不可谓之众人。

夫不可谓之众人 ,以茂人者神明也 。今已均被同众 ,复何讳众同 ,故当殊其特灵 ,不应异其得生 。” [ 6](《重
释何衡阳》)

这里 ,颜延之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圣人不同于众人处以其茂人之神明。而这个概念正是颜延之

思想的关键 ,也是他解决儒家思想所面临现实问题的方向。

何承天认为:“夫特灵之神 ,既异于众 ,得生之理 ,何尝暂同 ,生本于理 ,而理异焉 ,同众之生 ,名将安

附。”[ 6](《重答颜光禄》)颜延之反驳说:“请问得生之理 ,故是阴阳邪 ?吾不见其异 ,而足下谓未尝暂同 。若

有异理 ,非复煦蒸邪 ?则阴阳之表 ,更有受生途趣 ,三世讵宜坚立 ,使混成之生 ,与物同气 ,岂混成之谓?

若徒假生名 ,莫见生实 ,则非向言之匹 ,言生非生 ,即是有物不物 。”[ 6](《重释何衡阳》)

我们从上述辩论中可以看到:以颜延之 、何承天为代表的学者们正在围绕着一个重要问题进行探

索 ,即人禀气而生 ,得生之理为何? 如何认识之? 这个问题的答案又是前面人的主体性价值即人追求内

在德性之意义的答案 。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何 、颜二人发生分歧。何承天认为:“凡讲求至理 ,曾不析以圣言 ,多采谲怪 ,以相

扶翼 ,得无似以水济水邪 ?”
[ 6]
(《重答颜光禄》)

按照何承天的理解 ,人虽禀气而生且得生之理 ,但人之贤愚即禀气中之理的多少则完全出于偶然。

而颜延之恰恰对这种偶然性感到困惑 ,为此 ,他选择了不同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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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颜延之的思想观念中存在这样一种结构:“一曰言道 ,二曰论心 ,三曰校理 ,言道者本之于天 ,论心

者议之于人。校理者取之于物 ,从而别之 ,由途参陈 ,要而会之 ,终致可一 。”
[ 6]
(《庭诰》)颜延之分别分析

了此三种方法的优劣及其特点:“为道者盖流出于仙法 ,故以炼形为上 ,崇佛者本在于神教 ,故以治心为

先。 ……物有不然 ,事无不弊 ,衡石日陈 ,犹患差忒 ,况神道不形 ,固众端之所假 ,未能体神 ,而不疑神无

者。以为灵性密微 ,可以积理知 ,洪变欻恍 ,可以大顺待 。照若镜天 ,肃若窥渊 ,能以理顺为人者 ,可与言

有神矣。若乃罔其真而眚其弊 ,是未加心照耳 。”[ 6](《庭诰》)

可以发现 ,颜延之所谓三种方法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神” ,认识“神”是玄学对儒家思想的新发展:

“《易》首体备 ,能事之渊。马陆得其象数 ,而失其成理;荀王举其正宗 ,而略其数象。四家之见 ,虽各为所

志。总而论之 ,情理出于微明 ,气数生于形分 。然则荀王得之于心 ,马陆取之于物 ,其无恶迄可知矣 。夫

象数穷则太极著 ,人心极而神功彰。若荀王之言易 ,可谓极人心之数者也。”[ 8](《庭诰》)而能够最好“体

神”的“穷明之说” 、又“义兼三端”者则是佛学:“若夫玄神之经 ,穷明之说 ,义兼三端 ,至无二极。但语出

梵方 ,故见猜世学 ,事起殊伦 ,故获非恒情。天之赋道 ,非差胡华 ,人之禀灵 ,岂限外内 。” [ 6](《庭诰》)

颜延之认为“神”是超乎经验事物的形上概念:“然神理存没 ,倘异于枯荄变谢 ,就同草木 ,便当烟尽 ,

而复云三后升遐 ,精灵在天?” [ 6]
(《释达性论》)而认识“神”的中介则为“心识”:“夫人之生 ,暂有心识 , ……

进退我生 ,游观所达 ,得贵为人 ,将在含理。含理之贵 ,惟神与交 ,幸有心灵 ,义无自恶 ,偶信天德 ,逝不上

惭。”[ 7](第 1901 页)

颜延之说:“含灵为人 ,毛群所不能同;禀气成生 ,洁士有不得异。象放其灵 ,非象其生 。”[ 6](《重释何

衡阳》)人与万物同者禀气之生 ,异者含灵之心。此二者虽同是天赋而得 ,却是天德(生)的不同层面 。颜

延之认为何承天的错误就是将二者混淆起来:“若徒假生名 ,莫见生实 ,则非向言之匹 ,言生非生 ,即是有

物不物。”[ 6](《重释何衡阳》)

这种观念导致的结果就是将外在现象凌驾于内在本质之上:“浮华怪饰 ,灭质之具;奇服丽食 ,弃素

之方 。动人劝慕 ,倾人顾盼 ,可以远识夺 ,难用近欲从 。若睹其淫怪 ,知生之无心 ,为见奇丽 ,能致诸非

务 ,则不抑自贵 ,不禁自止 。” [ 7](第 1898页)欲之所贵者 , “浮华怪饰” 、“奇服丽食” ,此“生之无心”所致 ,即

“生之名”的现象 。明白这个道理 ,才能透过现象(生之名)看到本质(生之实)。

对于颜延之而言 ,所谓生之实 ,就是含灵之心即心识。它正是现实儒家思想所缺乏的成分 ,而且也

正是佛家思想比较深刻的领域 ,即上面所说的“崇佛者本在于神教 ,故以治心为先。”

颜延之认为:“人有贤否 ,则意有公私” [ 6](《释达性论》), “若恻隐所发 ,穷博爱之量;耻恶所加 ,尽佑直

之正 ,则上仁上义 ,吾无间然。但情之者寡 ,利之者众 ,预有其分 ,而未臻其极者 ,不得以配拟二仪耳。”[ 6]

(《重释何衡阳》)当时以何承天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颜延之看来存在理论和现实相脱节的问题 ,而其原因

在于儒家思想的内在矛盾 。

为解决这一内在矛盾 ,颜延之主张道 、佛 、儒三家同源:“盖出乎道者无方 ,故刑于物者不一 。伏惟道

塞人神 ,信通期运 ,爱敬所禀 ,因心则远 ,英粹之照 ,正性自天 。” [ 9](《武帝谥议》)

十分明显 ,颜延之主张要认识至极大道 ,不应拘泥于固有的认识方法:“权道隐深 ,非圣不尽。 ……

何限九服之外 ,不有穷理之人 ?内外为判 ,诚亦难乎?”
[ 6]
(《重释何衡阳》)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 ,他批评何承天:“足下论挟姬释 ,吾亦答兼戎周。足下以此抑彼 ,谓福及高门 ,吾

伸彼释此 ,云庆周兆之物 。足下据此所见 ,谓祚止公侯 。吾信彼所闻 ,云尊冠百神 ,本议是争 ,曷云不及?

夫论难之本 ,以易夺为体 ,失之已外 ,辄云宏诞 ,求理之途 ,几乎塞矣。师遁言肆 ,或不在此 。”[ 6](《重释何

衡阳》)

如何将佛学和儒学结合起来 ,重构一个与现实相符的思想体系 ,是颜延之等人反思儒 、佛的最终目

的。所以 ,颜延之试图从经验层面入手 ,发现二者的相似之处;并由此思考在形上层面的契合点。

颜延之从现实中的施报之道入手:“凡气数之内 ,无不感对 ,施报之道 ,必然之符 。言其必符 ,何猜有

望? 故遗惠者无要 ,在功者有期 ,期存未善 ,去惠乃至。人有贤否 ,则意有公私 ,不可见物或期报 ,因谓树

·698·



　第 6 期 乐胜奎:六朝刘宋儒学探析

德皆要。且经世恒谈 ,贵施者勿忆 ,士子服义 ,犹惠而弗有。”
[ 6]
(《释达性论》)

所谓“凡气数之内 ,无不感对” ,无疑是传统儒学的天人感应论观念 ,其现实说服力可谓小矣 。但儒

学对现实社会的价值导向又必须凭借具有理论说服力的思想来构筑制度体系。所以颜延之将更加巧妙

的佛学的报应论引入 ,即“施报之道 ,必然之符” 。但颜延之不是简单的以报应论代替感应论 ,而是探讨

二者背后的根据有何区别 。众所周知 ,天人感应论的根据是一个外在的人格天 ,即前述“天命是现实社

会中赏善罚恶之正义的最终保证” ,由这个人格天维护整个价值体系。这一理论的致命缺点在于 ,感应

的实现必须发生在相当有限的时间段 ,而现实中满足这一条件的几率却不是很高。报应论则将其实现

的可能推至一个较长的甚至无限长的时间段(彼岸),由此使报应论在逻辑上成为一个必然实现的理论 ,

也是一个形而上的理论。

在此基础上 ,颜延之为改善儒家在现实中面临的“情仁义者寡 ,利仁义者众”的窘境 ,将形而上的报

应论与儒学的核心概念仁义结合起来:“若乐施忘报 ,即为体仁 ,忘报而施 ,便为合义 。可去欲字 ,并除向

名。在斯不远 ,谁不是慕 ?”
[ 6]
(《重释何衡阳》)

无论是“体仁”抑或“合义” ,关键就是“忘报” ,也就是“去欲” 。而“去欲”则是儒学经常探讨的问题:

“欲者 ,性之烦浊 ,气之蒿蒸 ,故其为害 ,则熏心智 ,耗真情 ,伤人和 ,犯天性。虽生必有之 ,而生之德 ,犹火

含烟而烟妨火 ,桂怀蠹而蠹残桂 ,然则火胜则烟灭 ,蠹壮则桂折。故性明者欲简 ,嗜繁者气昏 ,去明即昏 ,

难以生矣 。”
[ 7]
(第 1898 页)

这里的“生之德” ,即前述的“生之实” ,也就是含灵之心即心识。这是一体两用的说法 。“生之名”是

禀气之生 、是欲;“生之德”是含灵之心 、是性。所以传统儒学所谓“性明者欲简”之“欲简” ,就是“去欲”;

若用佛学术语则是“忘报” 。不管是“去欲” ,抑或“忘报” ,其目的都是为了避免“熏心智” ,而达到“性明”

即心识的澄明 ,这始终是颜延之希望达到的目标。因为这是贯穿整个颜延之的思想体系 、打通儒佛的重

要概念。

保持心识澄明的主要方法是:“治心之术 ,必辞亲偶 ,闭身性 ,师净觉 ,信缘命 ,所以反壹无生 ,克成圣

业 ,智邈大明 ,志狭恒劫 ,此其所贵 。”
[ 6]
(《庭诰》)

保持心识的澄明 ,在玄学思想中是有其特色的:“精理出于微明 ,气数生于形分。然则荀王得之于

心 ,马陆取之于物 ,其无恶迄可知矣 。夫象数穷则太极着 ,人心极而神功彰 。若荀王之言易 ,可谓极人心

之数者也 。”
[ 8]
(《庭诰》)

虽然如此 ,颜延之认为“治心之术”的最大成就来自于佛学 ,即“崇佛者本在于神教 ,故以治心为先。”

但无论什么学问 ,不管是言道者 、论心者 、抑或校理者 ,最终结果都是“达见同善” 、“至无二极”[ 6](《庭

诰》)。至于这个至极的同善为何 ,颜延之则始终语焉不详 。我们依稀可以知道颜延之仍然认同儒学的

天道观念 ,如他在《庭诰》中罗列许多人生箴言后说:“此用天之善 ,御生之得也。”

另一方面 ,颜延之是著名高僧竺道生的弟子[ 10]
(第 256 页)。他受到竺道生佛性论思想的影响是毫无

疑问的。尽管颜延之没有明确提到佛性的概念 ,但他对“神明” 、“心识”的认识是逐渐趋近于佛性概念

的。而在此问题上 ,作为颜延之同道的宗炳则阐释得更加清晰。

三 、从神不灭论到儒佛相契:六朝刘宋儒学的出路

从历史现象上看 ,颜延之儒 、佛兼备的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主要表现在为日益抬头的君主专

制提供理论支持 。

颜延之反对何承天的禀气成性而有等级的理论:“含生之氓 ,同祖一气 ,等级相倾 ,遂成差品。”[ 7](第

1896 页)这种禀气成性的概念可以为门阀制度提供合法性的理论基础。但在南朝的刘宋时期 ,门阀制度

已趋式微 ,以君主独裁为特征的专制制度逐渐抬头 。这种专制制度在理论上却表现为除君主以外的众

生平等的特色。颜延之敏锐地在其思想中反映了这一变化 。

颜延之认为:同祖一气而成差品的等级制度只会导致人物相残 、天理郁灭的后果:“但众品之中 ,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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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群差 ,人则役物以为养 ,物则见役以养人。虽始或因顺 ,终至裁残 ,庶端萌超 ,情嗜不禁 ,生害繁惨 ,天

理郁灭。”
[ 6]
(《释达性论》)能够改变这一现状的只有贤明君主:“皇圣哀其若此 ,而不能顿夺所滞 ,故设侯

物之教 ,谨顺时之经 ,将以开仁育识 ,反渐息泰耳。与道为心者 ,或不剂此而止。又知大制生死 ,同之荣

落 ,类诸区有 ,诚亦宜然。”[ 6](《释达性论》)

颜延之在另一处说得更加明白:“三才之论 ,故当本诸三画 ,三画既陈 ,中称君德 ,所以神致太上 ,崇

一元首。”[ 6](《重释何衡阳》)

颜延之的煞费苦心无疑得到了君主的认可。宋文帝在与侍中何尚之的谈话中认为颜延之的观点有

很大作用:“颜延年之折达性 ,宗少文之难白黑论 ,明佛法汪汪尤为名理 ,并足开奬人意 。若使率土之濵

皆纯此化 ,则吾坐致太平 ,夫复何事 。”
[ 6]
(《答宋文皇帝赞扬佛教事》)

从本质上看 ,颜延之儒 、佛兼备的思想为日益失去现实说服力的儒学提供新理论因素 。

如前所述 ,由于儒学内在的理论缺陷导致其在理论和现实都发生危机 。人性中本有之天识 、性灵被

人欲所遮蔽:“遂使业习移其天识 ,世服没其性灵 。至夫愿欲情嗜 ,宜无间殊 ,或役人而养给 ,然是非大

意 ,不可侮也。”[ 7](第 1896 页)

颜延之在这里有一个重要转折 ,即“然是非大意 ,不可侮也” 。实际上这是他在对晚辈的教诲中作为

佛学受惠者的经验之谈。换言之 ,儒学导致天识 、性灵被人欲所遮蔽 ,但天识 、性灵并没有消失 ,我们可

以凭借佛学智慧重现被遮蔽的天识 、性灵。

这种思想在当时是颇具代表性的。宋文帝在与侍中何尚之谈话时也透露了这一点:“吾少不读经 ,

比复无暇 ,三世因果未辨致懐而复不敢立异者 ,正以前达及卿辈时秀率皆敬信故也 。范泰 、谢灵运每云

六经典文 ,本在济俗为治耳 ,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邪!”
[ 6]
(《答宋文皇帝赞扬佛教事》)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 ,一个贯穿六朝始终的争论即“神灭论”在这个时代成为关注的焦点。“是时有沙

门慧琳 ,假服僧次而毁其法 ,着《白黑论》 。衡阳太守何承天与琳比狎 ,雅相击扬 ,着《达性论》 ,并拘滞一

方 ,诋呵释教。永嘉太守颜延之 、太子中舍人宗炳 ,信法者也 ,检驳二论各万余言 。琳等始亦往还 ,未抵

绩乃止。炳因着《明佛论》 ,以广其宗。”
[ 6]
(《答宋文皇帝赞扬佛教事》)

在刘宋时期关于“神灭论”的争论中 ,以何承天 、慧琳为代表的“神灭论”派和以颜延之 、宗炳为代表

的“神不灭论”派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理论论争 。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儒 、佛两家在当时达到的理论高度。

更重要的是 ,这场争论预示着整个六朝儒学发展的新方向。

何承天从传统儒学禀气而生 、气散而死的角度看待形神关系:“至于生必有死 ,形毙神散 ,犹春荣秋

落 ,四时代换 ,奚有于更受形哉 !”[ 6](《达性论》)他也用薪火之喻解释形神关系:“形神相资 ,古人譬以薪

火 ,薪弊火微。薪尽火灭 ,虽有其妙 ,岂能独传 ?”[ 6](《答宋居士书(释均善难》)何承天甚至以一种经验论来

解释人性的不同:“中国之人禀气清和 ,含仁抱义 ,故周孔明性习之教。外国之徒 ,受性刚强 ,贪欲忿戾 ,

故释氏严五戒之科。”[ 6](《答宋居士书(释均善难)》)

可以说 ,何承天的“神灭论”是典型的形下层面的经验论儒学 。由此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刘宋时期儒

学思想缺乏形上学根据的窘境 。

宗炳沿着颜延之的思路 ,在这场论争中扮演了“神不灭论”即儒佛兼备思想的主要发言人。他对何

承天的“神灭论”有一段形象的说法:“唯守救粗之阙文 ,以《书》《礼》为限断 ,闻穷神积劫之远化 ,炫目前

而永忽 ,不亦悲夫。呜呼 ,有似行乎层云之下 ,而不信日月者也。”具体而言就是“体天道以高览 ,盖昨日

之事耳。《书》称知远 ,不出唐虞 , 《春秋》属辞 ,尽于王业 ,《礼》《乐》之良敬 , 《诗》《易》之温洁 ,今于无穷之

中 ,焕三千日月以列照 ,丽万二千天下以贞观 ,乃知周 、孔所述 ,盖于蛮触之域 ,应求治之麤感 ,且宁乏于

一生之内耳 ,逸乎生表者 ,存而未论也。若不然也 ,何其笃于为始形 ,而略于为神哉?”[ 6](《明佛论》)

在宗炳看来 ,何承天的儒学思想是“笃于为始形”的宇宙论而非“笃于……为神哉”的形上学 。所以

“神”在何承天的儒学思想中并非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概念 ,因而可以合乎逻辑的推出“神灭论”的思想。

但在宗炳的思想中 , “神”是一个形上学的概念:“今称一阴一阳之谓道 ,阴阳不测之谓神者 ,盖谓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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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道 ,阴阳两浑 ,故曰一阴一阳也 。自道而降 ,便入精神 ,常有于阴阳之表 ,非二仪所究 ,故曰阴阳不测

耳。 ……神非形作 ,合而不灭 ,人亦然矣 。神也者 ,妙万物而为言矣 。若资形以造 ,随形以灭 ,则以形为

本 ,何妙以言乎 ?”
[ 6]
(《明佛论》)

一阴一阳之道是至无之本体 ,阴阳不测之神是本体之妙化 ,所以是“自道而降 ,便入精神” ;形下之常

有(现象)是阴阳变化的外在表现 ,而非阴阳不测之神。所以神是“妙万物而为言” ,形神虽合而神不灭。

颜延之 、宗炳等儒佛兼综派主张神不灭论的原因有二:

其一是以“神”为因果轮回理论的载体。

宗炳认为:“夫生之起也 ,皆由情兆 。今男女构精 ,万物化生者 ,皆精由情构矣。情构于己 ,而则百众

神 ,受身大似 ,知情为生本矣。 ……况今以情贯神 ,一身死坏 ,安得不复受一身 ,生死无量乎 。”
[ 6]
(《明佛

论》)

因果轮回理论的成立必须以“神”为载体 ,而因果轮回理论的成立又是现实中赏善罚恶信念的条件:

“今以不灭之神 ,含知尧之识 ,幽显于万世之中 ,苦以创恶 ,乐以诱善 ,加有日月之宗 ,垂光助照 ,何缘不虚

已钻仰 ,一变至道乎 ?” [ 6](《明佛论》)

正是由于对神不灭论的坚持 ,颜延之才会理直气壮地说:“长美遏恶 ,反民大顺 ,济有生之类 ,入无死

之地 ,令庆周兆物 ,尊冠百神 ,安宜祚极子胤 ,福限卿相而已 ?”
[ 6]
(《重释何衡阳》)

其二是以“神”为成佛成圣理论的前提。

宗炳以舜的事例说明神不灭 、愚圣不同 、积习可圣等观念:“今虽舜生于瞽 ,舜之神也 ,必非瞽之所

生 ,则商均之神 ,又非舜之所育 。生育之前 ,素有麤妙矣 ,既本立于未生之先 ,则知不灭于既死之后矣。

又 ,不灭则不同 ,愚圣则异 ,知愚圣生死不革不灭之分矣 。 ……神之不灭 ,及缘会之理 ,积习而圣 ,三者鉴

于此矣。”[ 6](《明佛论》)

虽然圣明的舜生于愚顽的瞽叟 ,但舜之神必非瞽所生。所以神既然立于未生之先 ,则其必不灭于既

死之后。神之不灭才是积习而圣的前提 ,而且是过去 、现在 、将来三世皆可成立的:“今以不灭之神 ,含知

尧之识 , ……自恐往劫之桀纣 ,皆可徐成将来之汤 、武 。况今风情之伦少 ,而泛心于清流者乎 。由此观

之 ,人可作佛 ,其亦明矣。”
[ 6]
(《明佛论》)

在宗炳的思想中 ,所谓神为成佛成圣的前提是从认识论层面来说的:“识能澄不灭之本 ,禀日损之

学 ,损之又损 ,必至无为 , 无欲欲情 ,唯神独照 , 则无当于生矣 。无生则无身 ,无身而有神 ,法身之谓

也。”
[ 6]
(《明佛论》)

作为人之能动性的“识”能够在内心呈现“不灭之本” ,也就是“唯神独照” ,则人无为 ,则无欲 ,则无

生 ,则无身 。至此都在论述“神”的认识论意义 ,只到“无身而有神”时 ,则转而论述“神”的本体论意义了 ,

也就是宗炳所说的法身概念 ,这是用佛学术语论述成佛成圣问题。由此可以说 ,宗炳虽未明说 ,但他所

谓“不灭之本”应该就是佛性了 。

综上所述 ,以颜延之 、宗炳为代表的儒佛兼综思想在继承传统儒学的合理成分的同时 ,又汲取外来

佛学的深刻思想 ,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以一种崭新的思想体系应对日益变化的现实社会 ,从而实现内圣

外王的士大夫理想人格。他们的努力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有很多问题没有澄

清。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 ,颜延之 、宗炳代表的思想倾向无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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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ism in Liusong of Six Dynasties and

Thoughts of Yan Yanzhi &Zong Bing

Le Shengkui

(Institute o f Chinese Intellectual &Cultural History , Hubei Univer sity , Wuhan 430062 , Hubei , China)

Abstract:This essay begins w ith analy sis of the cur rent si tuation o f Confucianism during the Six

Dynast ies in Song and finds that the reason for Confucianism declina tion lies in i ts theories ' s

immanent dilemma.The thinkers such as Yan Yanzhi and Zong Bing t ried to f ind measures to deal

wi th the si tuation and put forw ard their ow n thoughts ,which caused intense theoretical conf lict wi th

the misoneists.

Key words:Confucianism in Six Dynasties;Yan Yanzhi;Zong Bing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更 正

由于工作疏忽 ,本刊 2009年第 5期李则鸣教授《中西古史对比研究》一文存在三处错误 ,谨向李则

鸣教授及所有读者致歉 ,并更正如下:

第一处:第 597页第 4段第 4-5行 。正确的提法是:列宁曾撰专著批判民粹派 ,并引述了

米海洛夫斯基的上述观点 ,但未作具体的辨析 ,还含糊其词地反诘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难道

认为子女生产关系是一种思想关系么?”[ 2](第 15 页)

第二处:第 598页倒数第 7-8行。“关于王先生这篇影响深远的大论文” ,后面当补一句:

“我有过全面的评析” 。

第三处:第 600页第 1段第 4-6行 。正确的提法是:孟子之所以设计“井地”方案 ,一是为

救时弊 ,因当时农民失土 、饥饿 、流亡;二是依据平民有耕“耤田”的传统义务;三是由于机械理

解古代“似井之字”的九方块耕地形象 ,从中塞进自己的乌托邦式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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